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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贫困陷阱”
———以西南 H 村产业扶贫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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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

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

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

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
西南 M 县 H 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

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 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

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 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

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

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

本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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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决定收入的进取模式(achievementmodelofincomedetermination)”[１]认为,在竞争性

市场条件下,除非他或她不努力,否则他或她不会陷入贫困[２Ｇ３].这极大地影响了扶贫的理论研究和

脱贫实践.这一理论假定竞争性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制度是导致个体或者群体财富趋同的主要机

制,因此,减贫的路径是推动面向市场的体制改革和鼓励穷人进入市场.很多针对国别和代际贫困的

实证研究的确也发现了在特定条件下财富趋同的现象[４].问题在于,为什么按照国际价格均衡定律,
自由贸易会使得参与贸易各方的工资率均等化以及代际收入趋向于平均值的趋势很容易被其他因素

所消解? 为什么同样采用经济改革国家的减贫业绩会有不同? 为什么同一国家不同的群体在同一政

策环境下会有贫富的差异? 中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推动了大规模的农村减贫,但是为

什么依然存在数量很大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这些问题迫使学者不得不质疑影响主流减贫战略路径

的进取性理论的普适性.针对这些疑问,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些解释贫困顽固存在的新理论观点,“贫
困陷阱”理论是其中之一.该理论摆脱了经典进取模式的先决假设,认为在通过发展产业摆脱贫困的

干预中可能存在着对于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的起始水平的要求,也就是说一个贫困国家或个体如果

希望获得足以脱贫的收入,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才能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摆脱

贫困,即所谓的“关键性门槛(criticalthresholds)”[５].
中国政府从２０１３年起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战略中重要的脱贫政策.与

资源转移性扶贫不同的是,产业扶贫由于受到产业类型、市场和贫困农户自身能力差异的影响,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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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茹玉等以湄潭县的茶产业作为扶贫案例进行阐释,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标准

认证等方式有效推动农业产业进入国际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了茶叶产业的升级,并实现了当

地农户的可持续发展[６].郭晓鸣等研究了四川省苍溪县的猕猴桃扶贫产业,当地通过集约化生产和

企业加农户的方式,推动了政府驱动到市场导向的转变,构建了扶贫产业体系,实现了农户的增产增

收[７].王立剑等利用多维度指数评估了产业扶贫效果,结果发现产业扶贫对贫困农户的物质生活水

平和精神依赖程度均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现行的扶贫产业并未有效惠及到贫困群体[８].蒋永甫等

的研究表明,出于扶贫资金安全和管理的考虑,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扶持龙头企业有效利用资金,农
户则采取分红等形式来实现快速脱贫,但是基于企业的盈利性目标,这种形式是不可持续的[９].许汉

泽等以河北某村庄的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由于市场逻辑以及道德逻辑的内在冲突,导致了“精英

俘获”和“弱者吸纳”偏差现象,存在背离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的风险[１０].
目前在产业扶贫研究领域,产业市场和农民能力受到广泛关注,但很少涉及到农户进入市场竞争

是否需要一定的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起始水平的实证研究.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现有产业扶贫

项目调查的数据,几乎没有见到主要基于行动研究的结果报道.本文的目的并非针对“贫困陷阱”理
论展开讨论,而是主要介绍基于阿扎里􀅰亚迪斯(CostasAzariadis)的贫困陷阱理论和其相关的“关键

性门槛”的理论模式框架所展开一项行动研究的结果.因此,本文首先介绍案例村的概况和研究方法,
其次阐释贫困陷阱的理论假设,然后基于贫困陷阱理论解读扶贫措施的减贫效果,最后是结论和讨论.

　　一、案例村概况和研究方法

　　H 村共有农户５８户２０４人,其中五保户１户１人、低保户１８户５５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２０
户.H 村男女比为１．２２.村民的平均年龄为２８．４岁,属于比较“年轻”的村庄,村内６０岁及以上的老

人只有１０人,而５１周岁以上的老人一共只有２１人.村庄共有５名党员,全为男性.全村现有耕地

７８３．２亩,其中水田１４５．７亩,旱地６３７．５亩,村民自种的无争议的橡胶林地为１３８２亩.村内可用于

种植冬季作物的田地不多,旱地大部分用于种植甘蔗、玉米.２０１５年村民务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甘

蔗种植.在对数据进行具体分析时,剔除了对分析结果可能产生误差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全村２０１５
年户均年可支配收入为２２１１８元,其中最高收入为４６６２７元,最低收入为３８００元.２０１５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５８３２元,远低于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１１４２２元,也低于２０１５年 Y
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８２４２元.除３户常年不在村里外,其他５５户农户２０１５年总支出为

１６６７０４４元,户均３０３１０元,人均８１７２元,全村的平均支出远大于平均收入.
如何定义“长期性贫困”并无统一的指标,一般认为连续处于贫困状态３年以上即可认为是长期

性贫困[１１],而在实际调研中,笔者选择了更为严格的经济类指标即５年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作为评判

标准,本研究界定标准如表１.笔者在西南 Y省 M 县先后调查了８个村庄,按照表１所示标准选择

了干预性行动研究的 H 村.该研究属于行动研究,不是随机对照的干预研究,所以无法设立严格的

对照组,但同时需要一定程度的对照说明,所以只能选择截止到２０１８年在正常状态下由于各种原因

未采用干预措施的农户作为对照.该行动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深度性贫困的脱贫路径.
表１　研究村选择标准

指标 标准

经济类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处于５０００元以下;家庭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远距离外出打工比例不高于１０％.
社会类 ９０％没有安全住房;村内没有幼儿园和小学;汽车拥有比例不超过１０％;９０％人口为少数民族;无集体经济收入.
基础设施 距离乡道１０千米以上;从村庄通往乡道无硬化路;村内无硬化路.

　注:笔者经过对 M 县多个村庄走访调查,选择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处于５０００元以下此标准作为贫困判断的经济类指标.

　　二、贫困陷阱的理论假设与验证

　　１．村庄陷入贫困陷阱

H 村的经济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仍处于贫困之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H 村村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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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为主,且并无利润较高的经济作物,２０１３年,村民开始大面积种植甘蔗,经济水平有所改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则经济水平保持平稳.２０１５年初笔者团队入村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获得２０１５年数据.
按照２０１５年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后,２０１５年为４３０３元(５５户),由于调查年份个别农户不在村内,无
法全部调查,所以农户数量少于５８户.以２０１５年为例,H 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４３０３元,这个收

入虽然高于同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２８００元的贫困线水平,但低于全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１４２２元;

２０１５年 H 村年人均支出为５０９８元,也低于全国９２２３元,且全村年人均负债平均高达３０４９元,教
育、医疗及亚文化消费所带来的债务负担居高不下.实地调研中发现,H 村无论是住房还是日常生

活等方面均呈现出福利水平平均化的现象,是一个没有富人的村庄[１２].由此可以假定,H 村是一个

处于“长期性贫困”的村庄.
为了进一步验证 H 村农户收入的差异,选用２０１５年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在剔除掉负数以及

极大值和极小值后,实际使用了５１户农户样本.研究假设农户家庭成员数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无显

著影响,即无论家庭成员数量多还是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无明显差异.根据F 统计量做单因素方

差分析,P 值为０．４３,明显大于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从而说明研究假设是成立的,即农户家庭成员数

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无显著影响,进而可以认为样本总体分布是相同的,可以进行方差分析.
从表２可以看出,显著性P 值为０．１４,大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这说明零假设是成立的,即家庭人

口数量的差异没有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存在显著差异.统计

分析显示,H 村大部分村民的收入较为集中,村民之间的贫富差异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
表２　２０１５年H村农户收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１３]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５１６７３７５２．７１ ５ １０３３４７５０．５４ １．７７ ０．１４
组内 ２６２３７１７７８．４８ ４５ ５８３０４８３．９７
总数 ３１４０４５５３１．１９ ５０

　　同时样本农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处于正态分布,这不仅说明 H 村农户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收

入差距,同时说明农户收入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即使假定 H 村２０１５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当

年的贫困线,但是由于较高的债务,H 村的人均纯收入事实上低于当年的贫困线,H 村几乎陷入了整

体贫困.若将 H 村与所在省 Y省和全国数据作比较,２０１５年 H 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４３０３
元,而同期 Y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８２４２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１１４２２元,

H 村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所在省的二分之一,约为全国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H 村与其他村

具有较大的收入差距.
为进一步说明 H 村的贫困状况,以２０１５年收入为基准,对于收入增长的前景做了简单性预测.

如表３所示,H 村２０１５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４３０３元,人均消费支出为５０９８元,人均债务为３０４９
元.假定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条件下,按照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高增长点９％来计算,并假

定农户支出维持在２０１５年的水平不变,同时假定农户新增收入都用于偿还债务,在不增加新债务的

情况下,H 村村民只有到２０２１年才可能还清债务.在这种假定下,农民的消费没有增加,也没有收

入的积累,整体福利并无改善.这意味着,除了收入有所提高以外,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衡量,H 村

农户依然处于２０１５年的福利状态.假如 H 村农户由于生病、教育和其他意外等产生额外的支出,其
债务还会进一步加重,生活状况会进一步恶化.

表３　H村农户收入和债务的预设前景 元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人均收入 ４３０３ ４６９０ ５１１２ ５５７２ ６０７３ ６６２０ ７２１６
人均支出 ５０９８ ５０９８ ５０９８ ５０９８ ５０９８ ５０９８ ５０９８
人均累计债务 ３０４９ ３４５７ ３４４３ ２９６９ １９９４ ４７２ －１６４６

　　造成 H 村农户整体低收入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农户收入过度依赖种植业.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收入

中,打工收入只占２３％,而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占４５％,其中来自甘蔗的收入占到２５％,砂仁和其他收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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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５年H村村民文化水平分布

年龄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共计

７~１５岁 １ ２１ ７ ０ ２９
１６~１８岁 ０ １ ６ １ ８
１８岁以上 ５７ ５４ １８ １２ １４１
共计 ５８ ７６ ３１ １３ １７８

表５　２０１５年H村外出打工村民分布

类型 人数 占比/％
做生意 ０ ０．００
运输 ０ ０．００
建筑 １ ２．６０
矿山 ０ ０．００
服务 １３ ３３．３０
加工企业 ２ ５．１０
农业 ２３ ５９．００
其他 ０ ０．００
共计 ３９ １００．００

入占到２０％.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民收入中来自打工收入的

比例为４０．２７％,如果不计打工收入高的农户数据,H
村农户打工收入占比远低于全国农民打工收入占比.
由于语言和文化水平的原因,H 村村民几乎很少远距

离外出长期打工,大部分都在村外打零工,其中村民文

化水平低被认为是外出打工的最大约束,如表４所示,
全村１７８人中,文化水平为文盲的５８人,小学文化的

７６人,高中文化的只有１３人.同时如表５所示,在打

工就业市场中 H 村村民所能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种植

业和服务业,２０１５年在当地从事此类工作的工资为

８０~１００元/天,在当地打工最多的时间大致在３０~４５
天,实际可以产生的收入大致在２５００~５０００元/年,通
过打工大幅度提升收入的潜力十分有限.

H 村村民自从搬迁到现居住地以来,以住房为核

心的固定资产折旧严重,没有一间符合安全标准的住房,村民的主要消费流向了摩托车、手机等日用

消费品方面,缺乏固定资产的积累,并且农户间可支配收入的差异很小,村庄呈现集体性的低收入状

态.而现代性的消费观念影响了农户的消费行为,并不断刺激农户通过借债来维持日益增长的消费

需求;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消费已经成为农户的刚性支出;加之农户传统的日常支出,使
得 H 村农户陷入“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生计困境[１２].农户由于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

的缺乏无法在市场中通过竞争性生产活动改善收入状况,普遍陷入贫困陷阱之中.

２．基于贫困陷阱理论的脱贫实践:干预与效果

上述分析发现,H 村的贫困特点是低收入、高支出和高债务.就改善生计而言,由于支出的刚性

特点,不大可能通过节支摆脱困境;由于现有的卫生和教育的扶持政策已经覆盖了全村,通过公共转

移支付进一步降低支出也不现实.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收入.基于前述对 H 村农民收入增长

的简单前景分析,按照２０２０年脱贫目标的要求,H 村的脱贫有两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方案,由于

H 村农户没有一户具有安全住房,农户一旦有收入积累会首先偿还债务和建房.据调查,H 村农户

建房的最低资金需求为１０万元,假定外部为每户投入无偿资金１０万元,只要农户的收入能在一般性

扶贫措施的支持下以年均９％的增速增长,同时不增加支出,到２０２０年可以基本消除债务,同时拥有

安全住房,可视为脱贫,这是一个低水平的脱贫方案.依据此假设,农户拥有１０万资产可视为其走出

贫困陷阱的低“关键性资产门槛”.第二种方案,假定外部依然给予每户１０万元支持,由于 H 村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债务水平相当,因此,需要设计一个能产生人均收入倍增的创收计划,按照发展一项

产业一般需要三年见效的假定,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发展产业到２０１８年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０００元.
在此前景下,H 村农户到２０１８年就可消除全部债务.这一方案同时意味着 H 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到２０２０年将会接近或超过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实现高水平脱贫.在此前景下,１０万元的资产与

能创造收入倍增的产业机会共同构成了 H 村村民彻底走出贫困陷阱的较高“关键性门槛”.
笔者团队基于此框架对 H 村展开了贫困诊断,结果是现有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增收前景均很难实

现收入的倍增.H 村属于少数民族村庄,由于语言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外出长期打工的收入机会很

少.因此,设计了有可能产生收入倍增,并有可能超越传统农业产业的新业态产业项目.这一干预项

目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利用 H 村自然、气候和文化的优势,将用于改善住房和村内基础设施的扶贫资

金整合使用,打造嵌入到农居的客房,并配套会议、餐饮等辅助设施,以此为基础将 H 村打造成为集

小型会议、高端休闲、自然教育等为一体的新业态产业村,将政府“输血”资源转化成农户的“造血”资
本.同时,对村民开展餐饮、接待、卫生和管理能力的培训,提高进入市场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使村

民能够越过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门槛走出贫困陷阱.该方案最终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按照易地搬

迁和整村扶贫项目的安排,H 村普通农户获得７万元,贫困户获得１１万元住房建设支持,同时按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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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万元标准投入村内基础设施改造.
干预前后 H 村村民收入的变化.为了简单地呈现 H 村收入的变化,这里采用户均数据.如表６

所示,按照可变价格计算,２０１５年 H 村年户均总收入为２４６２７．４７元,２０１６年为８６６０．３６元,２０１７年

为２０２６３．６９元,２０１８年增加到２９１３１．４５元.由于亚洲野象的侵扰,H 村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减少种植甘

蔗,加上砂仁产量的波动,来自农业的收入大幅下降,２０１５年农户来自农业的收入为１２８０２．９１元,到

２０１６年下降为人均４５７０．７３元,到２０１８年则继续下降到２８３３．２３元.这也直接显示了依靠农业维

持生计的风险性.这个期间由于大多数农户都开始建房,农户外出打工的工资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波

动,２０１５年户均打工收入为５３４５．４６元,２０１６年则为１３６７．２７元,直到２０１８年大多数农民房屋建好,
打工收入才达到６２８０．６５元.与此同时,从２０１７年起,项目开发的新业态产业开始形成收入,２０１７
年 H 村农民来自于新业态产业的平均收入为６６７５．１４元,占当年总收入的３２．９４％,首次成为农户家

庭的最大收入来源.到２０１８年由于新业态产业活动的增加,来自新产业的户均收入迅速增长到

１１６６４．９７元,占总收入的４０．０４％,远高于其他方面的收入.如果除去新业态产业的收入,H 村２０１７
年户均总收入为１３５８８．５５元,２０１８年为１７４６６．４８元,均远低于２０１５年的总收入水平.如果说 H
村陷入贫困陷阱的假设是基于２０１５年之前的数据以及对２０１５年之后收入前景的预测,那么２０１５年

之后的实证数据则验证了 H 村陷入贫困陷阱的假设,同时也显示了 H 村摆脱贫困陷阱需要走出单

纯依靠农业生产的单一收入路径.
表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H村户均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
２０１５年

金额/元 占比/％

２０１６年

金额/元 占比/％

２０１７年

金额/元 占比/％

２０１８年

金额/元 占比/％

工资性收入 ５３４５．４６ ２１．７１ １３６７．２７ １５．７９ ３５５８．４６ １７．５６ ６２８０．６５ ２１．５６

务农收入 １２８０２．９１ ５１．９９ ４５７０．７３ ５２．７８ ５９５６．５４ ２９．４０ ２８３３．２３ ９．７３

非农业经营收入 ２１０．５５ ０．８５ ５２５．４５ ６．０７ ６４８．０８ ３．２０ ２６０９．６８ ８．９６

政府转移性收入 ５０２１．４６ ２０．３９ １６４８．１８ １９．０３ ２１７１．６２ １０．７１ ４６７０．３４ １６．０３

财产性收入 １２４７．０９ ５．０６ ５４８．７３ ６．３３ １２５３．８５ ６．１９ １０７２．５８ ３．６８

新业态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６７５．１４ ３２．９４ １１６６４．９７ ４０．０４

户均总收入 ２４６２７．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８６６０．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６３．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１３１．４５ １００．００

　注:工资性收入包括在家工资性收入、长期外出务工(大于六个月)以及短期外出务工.务农收入包括种植业收入和养殖业收入.

非农业经营收入包括工业、建筑业(包工队、小加工厂)以及商业、服务业(开小商店、理发店)收入.政府转移性收入不包括政府

危房改造补贴以及产业项目的客房修建补贴.财产性收入包括地租以及利息收入.新业态收入包含住宿收入、餐饮收入以及

外溢收入,外溢收入是指在外打工建房、村内贩卖民族服饰、蜂蜜等.

　　通过对采用新业态产业和未采用新业态产业农户收入的对比可以发现,两组农户在总收入方面

的差异明显.如表７所示,２０１７年采用组的户均总收入为２３８０２．８３元,２０１８年为３５０５４．３１元,而未

采用组则分别为１２３００．６３元和１５４７５．５７元,采用新业态产业的农户收入明显高于未采用新业态产

业的农户收入.
表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H村建成客房和未建成客房农户的收入对比

项目
建好客房的农户

２０１７年/元 占比/％ ２０１８年/元 占比/％

未建好客房的农户

２０１７年/元 占比/％ ２０１８年/元 占比/％

新业态收入 ９４２９．６４ ３９．６１ １４７３７．００ ４２．０４ ４７７．５０ ３．８８ ４１５５．５６ ２６．８５

工资性收入 ４１４１．６７ １７．４０ ８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１ ２２４６．２５ １８．２６ １８３３．３３ １１．８５

务农收入 ６６７８．０６ ２８．０６ ３０１２．４７ ８．５９ ４３３３．１３ ３５．２３ ２３９５．１１ １５．４８

非农业经营收入 ３８０．５６ １．６０ ３６７７．２７ １０．４９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０．１６ ８２２．２２ ５．３１

政府转移性收入 １６３９．５７ ６．８９ ４７８８．９３ １３．６６ ３３６８．７５ ２７．３９ ４３８０．４６ ２８．３０

财产性收入 １５３３．３３ ６．４４ ７３８．６４ ２．１１ ６２５．００ ５．０８ １８８８．８９ １２．２１

户均总收入 ２３８０２．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０５４．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３００．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４７５．５７ １００．００

　注:部分未建成客房的农户,客房虽未建成,但是学习了一定的建房技能,所以有新业态外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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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和表９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P 值均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这表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

有客房收入的家庭户均总收入与无客房收入的家庭户均总收入存在显著差异.结合表７、表８和表

９,即可得出新业态产业明显利于农户增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未采用新业态产业的农户基本都是

相对贫困的农户,所以这些农户的总收入中除了转移性收入较高以外,来自农业和打工的收入也都低

于采用组的农户.
表８　２０１７年H村农户户均总收入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组间 １３９５１１４８４１ １ １３９５１１４８４１ ５．８５ ０．０２

组内 １２１６７７５４１５９ ５１ ２３８５８３４１５

总数 １３５６２８６９０００ ５２

表９　２０１８年H村农户户均总收入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组间 ２７８２１２１１７８ １ ２７８２１２１１７８ ４．４７ ０．０３

组内 ３１０８９１６５７４８ ５０ ６２１７８３３１５

总数 ３３８７１２８６９２６ ５１

　　三、结论与讨论

　　处于深度贫困当中的 H 村,利用其自然、气候和文化等优势,修建嵌入式的“瑶族妈妈的客房”,
打造小型高端会议、自然教育以及休闲品牌,将简单的资源输入整合转化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新业态

产业,实现了农户的稳定增收,H 村的产业扶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探索出实现深度性贫困脱贫的路

径,同时也证明了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户脱贫需要一定的起始资本,仅仅依靠自身是无法完成的.
相同条件下,不同国家、群体或者个人的生活状况却有所不同,贫困问题并未解决,进取型的减贫

理论受到广泛质疑,而杰弗里􀅰萨克斯认为贫困的国家或群体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陷入了贫困陷

阱,要让他们摆脱贫困需要外部的援助[１４].杰弗里􀅰萨克斯发起的“千年乡村计划”就是基于这个假

设.在肯尼亚的一个“千年村庄”,年轻的农民肯尼迪获得了援助的化肥,产量提高了２０多倍,这个收

益让他有了几乎可以养活他一辈子的储蓄.肯尼迪之前贫困的原因就是陷入贫困陷阱,没有资产购

买化肥[１５].这个案例有两个含义,一是由于现代意义上的贫困是有标准的,一旦没有能力越过这个

标准,就会陷入贫困陷阱;二是对于穷人的支持存在着一个起始的临界需求水平,那就是外部提供的

支持要足以能让穷人产生有意义的收入水平.对于希望通过增加收入路径的扶贫而言,穷人几乎无

钱进行产业投入,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穷人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机会.
笔者在西南某地调查扶贫项目时发现,当地农民山坡地资源丰富,每户拥有的土地３０~２００亩不

等,气候条件适合种植芒果,但是投资１亩地的芒果需要１００００元的资金,几乎没有一户农民具有这

个投资能力.此外,种植芒果还存在技术和市场的能力问题.很显然,１００００元资本和相应的技术

和市场的人力资本构成了当地农民走出贫困陷阱的“关键性门槛”.外来投资者以一年４００元/亩的

价格从当地农民那里流转了２万亩土地,期限为３５年,每亩芒果的纯收入可以达到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这是一个由于农民缺乏能越过贫困陷阱所需要的“关键性门槛”资本和人力水平,从而无法利用

自己的资源大幅度提高收入的典型案例.现实是即使给农民提供１００００元的投资,但由于农户缺乏

相应的技能和对接市场的能力,这个投资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因此,实践中很多扶贫项目就采用了公

司加农户的模式.问题恰恰是,即使像上述案例中的企业以高于当地地租１．５倍的价格支付给农户,
当地农户流转的规模大致在２０~２００亩,农户每年的地租收入达到了可观的８０００~８００００元,但农

户由于“关键性门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缺乏,其土地的收益损失高达１８万~２００万元.这自然是一

个简单的理论假设,并不意味着农户投资就会有这样的收入,但是这个案例从某种程度上为提倡通过

外部援助帮助穷人脱贫提供了支持.
在收入和福利不平等的条件下,穷人摆脱贫困的路径是十分艰难和复杂的.大量的研究发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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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加剧会阻碍减贫,当然,不平等对于减贫的影响同样十分复杂.但是即使在公平的市场条件

下,穷人和富人在获取机会上已经不完全平等了,他们无法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与富人在市场里竞争.
帮助穷人走出贫困需要对穷人施以援助,这自然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会产生诸多

负面影响.不适当的援助带来的诸如“养懒汉”“等靠要”的案例很多[１６],但这依然无法否决外部援助

在减贫中的重要性.H 村从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１８年收入大幅度提升的实证说明,对于深陷贫困的穷人而

言“输血”是必要的脱贫条件,同时脱贫的关键是如何让“输血”的资源转化成“造血”的机制.

H 村扶贫实践呈现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含义.一是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而言,由于自身资

本的缺乏,通过内生动力摆脱贫困需要外部起始资本的支持,采用干预措施和未采用干预措施的对比

说明,这种起始资本的支持存在“关键性门槛”水平,外部和自身的投入只有达到或者接近这个水平,
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二是仅仅依靠资本的投入是不够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样是“关键性门槛”的一

部分.因为在现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仅仅依靠很少的资金和简单的体力技能是很难脱贫的,要想获得

持久性的高收入就需要较高水平的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这对于大多数的深度性贫困群体而

言是不具备的,这也是深度性贫困群体产业扶贫的难点所在.H 村的扶贫实践遇到的困难充分展示

了人力资本在脱贫中的意义,同时也暴露了中国农村长期扶贫实践工作的缺陷.H 村的扶贫实践

中,对接市场的管理是由研究团队开展的,这意味着 H 村真正的可持续脱贫依赖于农户需要基本具

备研究团队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本研究目前的工作重点在于通过实践总结人力资本的具体内容和

要求,并同时通过组建由农民自己管理的合作社形式培养村民自主管理能力.有关这方面的其他成

果,笔者将会在以后的文章中继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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